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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主要讨论不同群体获得高等教育回报的模式演变。在积极选
择假设和消极选择假设两种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本文提出了
“倒 U 形”回报模式的设想。分析结果表明，从 2003 年到 2015 年，我国高等
教育回报模式从“波动—中底层激励型”向“稳定—中层激励型”转变，为“倒
U 形选择假设”提供了实证支持。这种教育回报模式的演变过程说明社会中
间阶层已成为高等教育最主要的受益人，表明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制度性结
构的变化有益于巩固新兴中产阶层并维持社会结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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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回报研究是探究人力资本形成、评估相关政策乃至衡量收入

不平等、测度阶层变迁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经济以

9% －10%的年均速度持续高速增长。恢复高考以来高等教育的不断

发展，市场改革的持续深化，人力资本投资的日益增加，都为我国经济

发展储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这不仅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提

高了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也使得人力资本回报不断提升。
教育的社会功能与阶层结构变迁 /维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

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也与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密切关联( 方长春、风笑

天，2018) 。关注高等教育回报问题，有助于了解不同人群中教育回报

的变动趋势和教育回报模式的差异，把握它同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 同

时也可以反映劳动力配置水平，评估相关教育政策，进而为教育体制改

革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调整提供有力依据。
因此，教育回报研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域。首先，其复杂性体现为

教育收益在不同人群、阶层之间的分配差异以及相应的社会分层效应。
其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家庭背景、城乡属性、不同教育层次( 纵向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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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影响，还包括高等教育扩招、重点学校招生( 横向分流) 等政策性

“干预”对教育回报的影响。第二，教育回报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多种多

样，不同学科对于方法的选择也各异其趣，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估计方

法之间的优势和局限进行讨论。第三，教育回报研究还包括针对高等

教育的回报模式的探讨，但总体而言，既往研究对连续的、长时段变化

的关注稍显不足。因此，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进入 21 世纪之后

的十几年间，伴随着教育制度的巨变和市场机制的长足发展，高等教育

回报模式如何发生变化，这种动态变化又使得哪个阶层获得的回报更

多，进而影响社会分层?

二、文献综述

( 一) 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

高等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它不仅是个人

的知识学习和社会文化的教化过程，也是确保每个人平等地接受教育、
享受教育服务并实现有序的社会流动的过程( 唐俊超，2015) 。更重要

的是，教育是重要的阶层再生产途径，它通过调节收入、职业流动来完

成这个过程( 李培林、朱迪，2015) 。因此，教育平等一直以来都是各个

国家和社会努力达到的目标。然而教育不平等却始终存在( Wu，2010;

刘精明，2008) ，它存在于社会内部( 城乡、民族、性别、地区、贫富) 不同

的群体之间，也存在于国家之间，还会随着时期、政策、经济形势等变动

加剧 /减轻( 叶华、吴晓刚，2011; 张兆曙、陈奇，2013 ) 。其作用机制也

在“社会 /文化—经济 /竞争”“先赋—自致”“市场化—再分配”等理论

的演绎下变得更为复杂。
布迪厄对文化资本和教育场域的研究清晰地揭示了高等教育获得

对阶级生产及维持的作用。高等教育不仅是一种获得更高阶层地位的

途径，对于巩固阶层秩序、文化和符号再生产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资本和权力更为集中的名牌大学在这种制度化的仪式中所起的作

用更甚，并通过权力与社会结构的动态运作实现阶层和不平等的再生

产( 布尔迪厄，2004) 。人力资本理论则更为直接地强调了经济因素对

于获得高等教育的作用，同时强调了高等教育的获得可以进一步增强

竞争能力，收获更高的经济回报。对教育的直接投资可以产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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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更多投资→更多回报”的良性循环( Becker，1964) 。
在有关“市场转型”的诸多理论与争论中，教育毫无疑问处于中心

位置。倪志伟的“市场机会假说”认为，从再分配制度转向市场经济的

过程中，市场部门会分享更多的权力，人力资本也会更加受市场青睐，

获得较高回报( Nee，1989 ) 。魏昂德( Andrew Walder) 也在论著中提

到，中国城市中存在二元的职业路径，但大学学历无论对于高级专业技

术地位 还 是 高 级 行 政 管 理 地 位 的 获 得 都 有 举 足 轻 重 的 直 接 影 响

( Walder et al．，2000) 。尽管关于“市场转型”的讨论存在诸多分歧，各

方仍然在教育的作用上达成了共识: 随着市场转型的推进，教育的价值

会有更高的体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将得到大幅度提升; 接受更好的教

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会带来更多经济回报或者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

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更易于向上流动到较高的职业地位和社会阶层

( Nee，1989; 郑辉、李路路，2009) 。
先赋和自致因素则是另一个主要的研究视角。先赋性的家庭背

景、城乡差异、性别等因素以及个体能力、素质等自致性因素都是影响

教育机会及结果分配的重要变量( Blau ＆ Duncan，1968; Lucas，2001) 。
其中，相对风险回避假设( Ｒelative Ｒisk Aversion，ＲＲA) 较多强调先赋

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会利用手中的各种资源对子代可能的

地位下降风险进行规避，最终这种不平等将影响到阶层的流动( 侯利

明，2015) 。通常情况下，处于相对劣势的个体 /群体在结果分配过程

中会强化其不利地位，形成固化的状态。而“工业化假设”则强调随着

工业化 /现代化的推进，先赋因素影响逐渐降低，自致因素逐渐发挥主

导作用，教育不平等程度也逐渐下降( 李春玲，2014) 。
除此之外，对某些政策因素的评估也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重要议

题，最典型的则是教育扩招这一政策。几个主要的理论模型，如“最大

维持不平等假说”( MMI) 、“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说”( EMI) 等也都针对

资源的稀释与分配给出了不同解释。已有研究发现，教育扩招之后，家

庭背景、区域差异等影响被放大，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

( 刘精明，2014; 叶晓阳、丁延庆，2015) 。
关于教育不平等还有非常丰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取向，篇幅所限，

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但总体而言，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是一种正向相

关的关系，教育成就和阶层地位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且二者通过一定的

中介机制相连接。本文暂且搁置“谁先谁后”这种因果机制的探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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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只在宏观上呈现既有研究对这对关系的理论探讨。图 1 归纳了

几种类型的研究取向。

图 1 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

根据分析策略和研究设计，本文倾向于采取“社会 /文化—经济 /
竞争”这一理论路径进行分析。第一，从整体来看，高等教育通过经

济、社会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与社会分层产生关联。人为界定“因果关

系”容易失之武断，故而各个因素与教育和社会分层都是通过双向箭

头来表示相互的影响。第二，由于部分经济学研究主要强调经济因素

在这对关系中的作用，因此经济因素与二者之间的连线为实线。第三，

与经济因素不同，社会因素和其他因素( 如文化、符号认知等) 与二者

的连线为虚线。由于社会学研究除了关注社会和其他因素之外，同样

也关注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经济、社会和其他因素都被囊括进大的虚

线框。在经验研究中，这两个研究取向分别以积极选择假说和消极选

择假说为代表。

( 二) 积极选择假说与消极选择假说的争论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一个直接途径

就是估计教育在不同阶层、群体中的边际回报及其模式。已有研究对

教育回报的异质性模式的讨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竞争性的研究路径

和假说:“理性—行为”模式及其对应的积极选择假说( positive selection
hypothesis) 、“理性选择 + 社会规范”模式及其对应的消极选择假说

( negative selection hypothesis) 。
积极选择假说深受人力资本理论影响，它从理性选择和理性行为

出发，认为只有当高等教育可以给个人带来更多净收益的时候，人力资

本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人们才会选择接受高等教育( Manski，19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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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育回报的两种假说

回报率越高，进入大学的可能性越高。但更好的高等教育需要更多的

投资和成本，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难以负担如此高昂的教育费

用。因此，家庭经济条件更好的个体更容易进入高等教育，反之则不易

进入。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回报方面也存在差异，表现为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越高的个体越容易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积极选择假设表明，

进入大学时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可能造成选择性偏误。积极选择假说

站在“成本—收益”的角度指出，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提在于其收益高于

成本，并由此断定经济因素发挥了主导作用，教育回报随着阶层地位上

升而提高，如图 2 所示，AC ＜ BD，平均回报率随之提高。从这个思路可

以推导出经济因素直接导致了教育回报在不同阶层间的不平等分配，

而非经济因素，如社会规范、文化以及个体、家庭结构特征等因素往往

被忽视。
消极选择假说则强调，让人们做出选择不仅是经济动因，其原因更

应该放到社会结构和规范的框架中来考虑。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行为

不仅是基于经济因素的理性选择，也受到社会规范和家庭、文化等多重

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Blau ＆ Duncan，1968) 。这种影响在自古以来就重

视教育的中国更加突出: 接受更多的教育不仅意味着更高的经济回报，

也意味着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社会的普遍尊重，进而维持阶层的再生

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社会情境的多元性也表明，不同社会背景的

群体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的 影 响 机 制 是 不 同 的，影 响 因 素 也 是 多 元 的

( Beattie，2002; Lucas，2001) 。较高阶层的个体接受教育的可能性比较

高，不仅由于其家庭经济地位较高，可以获得的物质资源更为丰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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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其家庭拥有更丰富的“文化资本”，例如教育经历、文化品位等

等( 许多多，2017) 。这种文化资本通过教育及其背后的阶层再生产制

度对下一代进行社会化，使之获得更高阶层的通行证。因此，较高阶层

的个体接受高等教育更多出于文化期待而非经济诱因，其经济回报并

不会比其家庭地位带来的回报更多。相比之下，较低阶层的个体由于

家庭经济地位较低，从家庭地位得到的物质激励也更少。因此，他们接

受高等教育尽管也是出于文化的期待，但获得的经济激励的相对量会

比先赋家庭经济地位较好的个体更多( Brand ＆ Xie，2010) 。如图 2 中

所示，AE ＞ BF，社会出身较低群体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的收入增量大于

较高群体的增量，这个增量随着社会阶层的提高而减小。
需要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是指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的

“净”效应。无论积极选择假说还是消极选择假说，都认为接受高等教

育之后经济回报的增量不同，但较低阶层获得的教育回报在绝对总量

上可能一直低于较高阶层。因此，较低阶层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向

上流动仍然存在较大的阻力。另外，两种假设强调的教育回报增量也

都呈线性增、减的关系，这种理想状态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 三) 评述

尽管已有研究在诸多方面对高等教育回报率及其模式进行了丰富

的讨论，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在数据方面，由于不同调查数据

在研究目标、抽样方案上存在差异，导致不同数据间缺乏兼容性。在方

法方面，尽管国内已有不少研究利用各种统计方法( 如工具变量、倾向

得分等) 来估计教育回报率，但却较少关注教育回报的模式及其问题。
在研究视角方面，较少有研究去讨论这种模式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
积极选择假设认为较高阶层的人群相对获益更多，而消极选择假设则

认为较低阶层的人群相对获益较多。但要注意的是，这两种竞争性假

说都是以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成熟社会为基础的。考虑到以往研究所

使用的数据及其对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变迁，这两种假设对正处

于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是否适用尚有待讨论。
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多轮调查数据来估计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过

程，同时对教育回报模式在近年来的变化进行描述，以说明高等教育在

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及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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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设:“倒 U 形”回报模式假设

尽管高等教育不是社会分层的唯一路径，但毫无疑问，不同的教育

选择模式对应着不同的获益阶层，也指向了不同的社会分层模式。积

极选择假说和消极选择假说在不同研究中都得到过实证结果的支持，

并长期存在争论( Brand ＆ Xie，2010) ，其中既有理论之争，亦有对研究

方法的商榷。
就当下中国社会而言，中产阶层是否已经兴起，是否已经形成中产

阶层主导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仍然有待观察。但不可否认的是，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受教育程度的上升以及人均收入的大幅增加，以

各种不同口径测量的“中产阶层”人数和比例都在不断增长，新的中国

社会阶层结构正在逐步构建( 李培林、张翼，2008) 。一方面，中产阶层

通过外显的行为方式，如旨趣和品位来重新标定阶层界限; 另一方面，

他们也通过阶层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代际传承、教育和教养方式等来维

持阶层再生产。政策导向上对于“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普遍推崇，加上

快速发展的经济等诸多利好因素，使得中产阶层从社会转变进程中获

得了较多的回报，在发展中也会获得相当大的优势。不难推断，这种优

势也同样体现在教育回报上。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结构趋于稳定，阶层流动渠道也逐渐收

紧。教育对社会分层，特别是对较低阶层群体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正

在逐步减小。较低阶层本身就难以接受更好的教育，①教育回报对其

激励作用有限，不利的家庭出身也进一步制约了他们的职业发展和经

济收入。反观较高阶层，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更多出于文化期待而非力

图“谋生”，因此他们的经济回报总量可能不会减少，但由教育带来的

“净”回报可能“减少”。这种现象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高等教育

带来的相对回报被中产阶层超过; 第二，教育回报带来的物质激励远远

小于家庭出身等社会经济条件带来的物质激励。其数量关系见图 3。
因此，本文推测是否存在第三种模式，即图 3 阴影部分中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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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教育回报的“倒 U 形”回报模式

IJ—BH 的“倒 U 形”回报模式: 从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来看，具有中

等可能性的人的教育回报相对高于其两侧( 进入大学的可能性较高或

较低) 的人。这种教育回报模式隐含的意义在于: 中产阶层可能是高

等教育最大的受益者，从高等教育中获得更高的回报和激励最大。在

这种假设的视角下，底层和高层的较低回报则体现出更为复杂的影响

机制: 除了教育本身的作用之外，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源、社会

结构等诸多因素都会对教育回报模式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将涉

及更多关于教育回报模式和社会分层模式的讨论。这种教育回报模式

的影响已超过本文的讨论范围，此处不再过多着墨。

四、数据与方法

( 一) 数据和样本选择

本文选 用 由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进 行 的 全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 CGSS )

2003 － 2015 年的九期数据。CGSS 数据关注社会变迁的趋势，探讨了

多个具有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是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

的调查项目。该数据采用分层抽样设计方案，全面收集了社会、社区、
家庭和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具有较好的覆盖性和较强的推断能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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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GSS 全面介绍可参见其网站( http: / /www． chinagss． org / ) ，最终访问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由于本文主要关注不同阶层高等教育回报的问题，因此将研究样

本限定为正在从事非农职业( 有工资收入) 的城镇居民。根据被访者

是否读过大学，进一步将样本控制在“高中”和“大学”两组。本文主要

考察教育回报模式的年代变化趋势，因此并未将数据汇总为统一的数

据集，而是对这十年中的九期数据分别加以分析。

( 二) 方法

1． 同质性假定

当前国内有关教育回报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明瑟方程( 李实、丁赛，

2003) ，其理论基础是同质性假设( 即教育的获得及其回报对每个人都

是相同的) 。

Yi = α + βDi + γEXPi + θEXP2
i + τi ( 1a)

Yi = α + βDi +∑γiXi + i ( 1b)

其中，因变量 Yi 为个人月收入自然对数，α 为截距项，自变量中 Di

为是否接受大学教育，EXPi 和 EXP2
i 分别为工作年限和工作经验的平

方，i 为误差项。实际研究中，如公式( 1b) 所示，会加入许多影响因素

Xi，以表示控制影响个人收入的各种因素以获得教育回报的净效应。
它假定单位教育回报率为常数，认为现实中个体教育回报率的差别主

要取决于随机因素。
对“同质性假设”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 第一，常规 OLS 方法存

在内生性问题，无法获得教育回报的无偏估计值 ( 张巍巍、李雪松，

2014) ，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遗漏个人能力变量 Ai，并包含于误差项 i
中，这导致 Cov( Ai，i ) ≠0，进而 E( Di | i ) ≠0。由于存在相反处理结

果的数据“缺失”，不可能同时获得 Y0i 和 Y1i 的结果，不能使用传统的

OLS 及 IV 等估计方法，否则会产生估计偏误。第二，有学者认为同质

性假设下不能区分不同阶段的教育程度对于教育回报的影响，也不能

克服个体选择性对估计结果的干扰。尽管部分研究希望通过设置代理

变量、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等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但相关研究

仍然无法完全解决第二个挑战，即不同阶段教育程度对收益的影响以及

个体教育回报率的异质性问题( 简必希、宁光杰，2013; 刘泽云，2009) 。
2． 异质性假定

异质性假设模型是为解决同质性假设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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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因果推论相关联。异质性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Xie，2013 ) : 实验前的

异 质 性 ( pre-treatment heterogeneity ) ① 与 实 验 效 应 的 异 质 性

(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 。前者指实验组与控制组两组人群可

能在本质上就有差异，后者则是指实验组中的每个个体在对待相同的

一个实验或干预时的反应各不相同。以高等教育获得为例，实验前的

异质性是指上大学的群体与不上大学的群体可能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 不管这种差异的来源是什么) ，从而导致 OLS 等传统估计方法产生较

大的系统性偏误; 而实验效应的异质性则是指获得高等教育( 上大学)

所能带来的教育回报对每个人而言都可能是不同的。
Heckman 的样本选择模型常用于解决实验前异质性问题: 标准模

型通过引入选择方程来描述样本的选择行为，继而假定收入方程和选

择方程的不可观测变量服从联合正态分布，最后通过计算求得逆米尔

斯比率来消除选择偏差。基于 Heckman 模型，部分研究放宽了其过强

的假设，采用了半参数和非参数方法进行估计( Ichimura，1991) 。这也

推动了更多半参及非参估计方法及其他配套估计方法的出现，部分研

究还使用“局部线性回归”或者“局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 Imbens ＆
Angrist，1994) 、边际实验效应( MTEs) ( Heckman ＆ Vytlacil，1999 ) 来估

算匹配估计量; 而社会学研究中则通常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3． 统计模型

根据反事实分析框架，本文首先将样本范围控制在高中和大学

( 及以上) 两种教育水平。令 Di = 1 表示大学学历，Di = 0 表示高中教

育。大多数情况下，教育回报与受教育水平并不呈线性关系，这也使得

传统收入对数对于回归系数的估计方法产生较大偏差。进入大学“与

否”这个选择过程遵循下述规则:

Di =
0，D*

i ＜ 0

1，D*
i ≥

{ 0
( 2)

D*
i = Pi ( Xi ) + F( u)

= p +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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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生性偏差的来源既有实验前异质性，也有包括测量误差等在内的其他各种可能的原

因。严格地讲，实验前异质性( 或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 并不等价于内生性，而只是

引起内生性的一种原因。但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都会忽略测量误差等原因，因此可以将实

验前异质性等价于内生性。



= WiEiXi + ( 1 － Wi ) SiXi + F( u)

= Wiλ'1Xi + ( 1 － Wi ) λ'2Xi + F( u)

= λ'Xi + F( u) ( 3)

p = Pi ( Xi | Di = 1) = λ'Xi ( 4)

其中 D*
i 为潜变量，代表大学入学的净收益，Xi 是可观测到的变量

向量，Ei 为经济因素( 是协变量 λ'1Xi 的线性函数) ，Si 为非经济因素

( 是协变量 λ'2Xi 的线性函数) ，Wi ( 0≤Wi≤1 ) 为经济因素所占权重。
Di表示个体在选择过程中未被观察到的异质性，F( u) 表示潜变量 Di
的分布函数。p = Pi ( Xi |Di = 1) 表示接受大学教育的概率，并受到一组

协变量的作用。在本文中，采用 logit 模型来估计不同年份个体大学入

学概率，即预测倾向值得分 p。
第二步，解决实验效应的异质性，由于存在两种选择结果:

Y0i = γ0Xi + 0i ( 当 Di = 0 时)

Y1i = γ1Xi + 1i ( 当 Di = 1 时
{ )

( 5)

可知:

E( 0i | Xi ) = 0( 当 Di = 0 时)

E( 1i | Xi ) = 0( 当 Di = 1 时
{ )

( 6)

进一步推导可得:

Yi = DiY1i + ( 1 － Di ) Y0i ( 7)

= ［( γ1 － γ0 ) Xi］Di + γ0Xi + ［0i + ( 1i － 0i ) Di］( 7a)

= ［( γ1 － γ0 ) Xi + ( 1i － 0i) ］Di + γ0Xi + 0i ( 7b)

= βiDi + γ0Xi + 0i ( 7c)

其中，

βi = ( γ1 － γ0 ) Xi + ( 1i － 0i ) ( 8)

βi 表示个体的异质性教育回报，是服从某种分布的随机变量: ( 1)

当 γ1≠γ0 时，表明存在观测到的异质性( γ1 － γ0 ) Xi ; ( 2) 当 1i≠0i时，

存在未被观测到的异质性( 1i － 0i ) 。不难得知 E( 1i － 0i | Xi ) = 0，因

此，在给定 Xi 的条件下，βi 的均值为:

β = E( βi | Xi ) = E( γ1 － γ0 ) Xi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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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异质性假设的条件下，根据公式( 1b) ，我们认为 α 为实

验前异质性，β 为实验效应异质性，可以得到统计模型:

Yi = α + βDi +∑γiXi + i ( 10)

为讨论实验效应的异质性问题，本文拟采用 HTE 模型(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 ，将 β 进行分解。该模型将倾向值分成若干层次( block) ，

采用半参数或者非参数方法，分别估计各层的 ATT，这些层次类似于分层

线性模型中的层 －2 分析单位( Brand ＆ Xie，2010)。该方法仍然遵循倾向

得分匹配的“可忽略假设”，可以在同一研究中使用多种参数( Zhou ＆
Xie，2016) ，同时避免单纯倾向得分匹配可能带来的不平衡问题( King
＆ Nielsen，2016) ，适用于 LIV 方法并非最佳的情况。

HTE 模型有三种估计方法( Xie et al．，2007 ) 。本文采用基于多项

式回归的“平滑差分”( Smoothing Difference Methods) 方法，通过差分来

消除实验前异质性的影响。首先，选择进入模型的自变量向量集，采用

logit( 或 probit) 模型估计倾向值; 其次，基于不同的倾向值得分分别对

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非参数回归，根据匹配的带宽( bandwidth) 使用局

部多项式回归; 再次，在不同水平的倾向得分上获得控制组和实验组的

非参数多项式回归拟合线条，以获得异质性实验效应在不同倾向值上

的分布。最后，利用非参数方法分别对每年的数据估计不同倾向得分

群体( 潜在的) 高等教育收益，并归纳教育回报的模式。

( 三) 变量选择

根据已有研究，本文筛选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在职且从事非农工

作的城市居民作为分析样本，而农业工作、无工作、退休等样本在本文

中暂时不加考虑。这样既能保证样本框的一致性，也可以保留比较的

可能性。从不同年份的样本变异程度、应答情况和缺失值、模型设置等

几个方面考虑，各年份样本、变量情况会有些许不同。
主要的研究变量为月收入和“是否读过大学”。考虑到通货膨胀

因素，研究使用的因变量为月收入的对数①以及“是否读过大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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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教育回报研究中，通常的做法是选用月工资或者周薪、时薪等指标。由于 CGSS 数据

中时薪和周薪等测量指标缺失，本文使用月收入作为因变量。CGSS 数据在 2003 － 2006
年测量了月工资收入，在 2008 － 2015 年测量了年工资收入和总收入，本研究在对测量指

标进行操作化处理时，将年工资收入除以 12，得到其月工资收入。



收入以 2003 年为基准，进行不变价格处理; 对收入取自然对数，这样可

以使收入具有可比性，并消除其潜在的异方差性等问题。是否读过大

学则是以“高中”参照组，“大学”为干预组。
自变量的选取主要分成三部分: 控制变量、个体层面变量和家庭层

面变量。控制变量①主要包括: 性别、婚姻状况、党员身份、工作所处部

门性质、是否拥有房屋产权等。此外，控制变量还包括住房面积和年龄

两个连续变量。
个体信息变量主要包括: 家庭规模、14 岁时户籍所在地和大学入

学队列。大学入学队列根据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进程，以参加高

考和( 可能的) 高校入学时间来划分组别，共分为四组。②

父母信息变量共四个，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职业得分。这

些变量均为子女 14 岁时父母的信息，且均为连续变量。根据惯例，将

不同教育程度转换为不同受教育年限: 文盲 = 0，私塾 /小学 = 6，初中 =
9，中专 /普通高中 /职业高中 = 12，大专 = 14，大学本科 = 16，研究生及

以上 = 19。父母职业得分则根据 ISCO －88 标准，转换为百分制。

五、分析结果

( 一)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教育回报率估计③

为解决实验前异质性问题，本文将采用 logit 模型( 选择模型) 来估

计每个案例进入大学、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即倾向得分值。具体操作

中，对这九期数据逐个计算，以呈现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入学的具体情况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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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些变量大多数为当前状态的测量，且可随时间变化，并不能直接“影响”个体的大学入

学。之所以将其纳入模型，一是为了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二是为了将其作为可能遗

失变量的代理变量，包括其个人能力、禀赋、先赋特质等。
1966 年为第一个时间节点，以 1966 年以前参加高考人群为参照组，分别设定 1967 －
1982 年组、1983 － 1998 年组以及 1999 年之后参加高考组别。严格地讲，1966 － 1982 年

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66 － 1976 年，此时正常的高考被取消，但仍然保留

了部分推荐读大学( 工农兵学员) 的名额。由于样本中在这个时间段就读大学并完成学

业的人数较少( ＜ 1% ) ，且数据中也没有涉及工农兵学员的选项，故与后者合并在一起。
第二个阶段为 1977 － 1982 年，即恢复高考的前五年，此时由于大量“文革”期间中断学业的

考生参加考试，出现了“堆积”现象。因此，在入学队列上将这两个群体归为同一组。
篇幅所限，倾向得分各层匹配结果未附于正文中，如有需要可以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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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匹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共同支持区间

为方便比较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本文将上述计算得到的倾向得

分值划分为十层。通过变量的筛选和模型设置来平衡模型并完成倾向

值打分，使层内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在主要特征上基本相同，进而为后续

的各种匹配方法提供基础。对 CGSS 2003 － 2013 的九期数据分别进行

倾向得分匹配，得到历年两个组别的共同支持区间( 详见图 4 ) 。可以

看出，九期数据中实验组与控制组有足够的共同支持区间。

注: ( 1) 从上排左起分别为 2003、2005、2006 年，第二排左起分别为 2008、2010、
2011 年，第三排左起分别为 2012、2013、2015 年。( 2 ) 每个单元格的箱线图
中，左侧为控制组( 高中学历) ，右侧为实验组( 大学及以上学历) 。
图 4 倾向得分匹配后控制组和实验组共同支持区间( 箱线图)

2． 匹配估计量和倾向得分加权回归

在上述分层匹配以后，本文利用近邻匹配、马氏距离法、分层匹配、
核匹配这四种基于半参数和非参数的估计方法，估计得到各年份的平

均实验效应( ATT，即教育回报率) 。① 有关结果请见表 2。以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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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等教育回报率的估计通常根据明瑟方程的设定而来，Yi = α + βDi +∑γiXi + i，其中 β
为是否就读大学的教育系数。由于通常假定大学教育为四年制，所以教育回报率就等于

β /4。例如，β = 0. 414，则高等教育回报率为 10. 325%。倾向得分的匹配估计量等同于 β
值，其计算回报率的过程与之相同。



的教育回报率为例，采用近邻匹配法、马氏距离法、分层匹配和核匹配

的估计结果分别是 0. 414、0. 393、0. 408 和 0. 399，比较接近。
为了在同一个标准之下比较教育回报，本文进一步使用了倾向加

权回归方法。倾向加权回归与上述匹配估计方法的区别在于: 匹配估

计量是利用不同的方法根据样本间距离进行匹配及估计，而倾向得分

加权回归则是利用相应的公式将倾向得分值转化为权重，采用普通最

小二乘法估计平均实验效应。权重的计算为:

ATE_w = 1 / ( 1 － ps) ( 当 Di = 0 时)

ATE_w = 1 / ps ( 当 Di = 1 时
{ )

( 2)

表 2 通过自助法( Bootstrap) 以及倾向得分加权得到的各种估计量

年份
匹配估计量

近邻匹配 马氏距离 分层匹配 核匹配

倾向
得分加权

2003
0. 414
8. 214

0. 393
9. 469

0. 408
9. 813

0. 399
11. 771

0. 375
10. 255

2005
0. 304
4. 982

0. 249
4. 166

0. 329
7. 524

0. 329
7. 541

0. 332
8. 166

2006
0. 362
5. 723

0. 269
5. 039

0. 343
9. 051

0. 341
9. 030

0. 351
8. 481

2008
0. 409
6. 450

0. 432
9. 204

0. 409
7. 641

0. 408
9. 419

0. 394
8. 843

2010
0. 535
8. 703

0. 456
7. 541

0. 499
10. 049

0. 523
12. 851

0. 521
11. 448

2011
0. 365
3. 699

0. 386
6. 253

0. 419
6. 270

0. 406
6. 565

0. 437
6. 350

2012
0. 460
5. 693

0. 418
9. 592

0. 403
7. 393

0. 431
9. 417

0. 409
9. 325

2013
0. 368
6. 543

0. 303
7. 529

0. 381
7. 012

0. 398
8. 608

0. 377
8. 472

2015
0. 424
6. 888

0. 448
8. 824

0. 425
8. 483

0. 445
11. 145

0. 439
10. 376

注: 单元格内上下两行数字分别为教育回报估计量和 t 值。

( 二) HTE“平滑差分”模型和“倒 U 形”模式的验证

1． 社会经济地位与高等教育获得概率间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表明，表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如父母受教育程度、职
业得分等) 的先赋特征对高等教育入学有直接的积极影响 ( Bl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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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can，1968) 。这些变量的系数也均呈现显著的影响。
为了直观地展示这种影响，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的前提下，分别选

择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和父亲职业地位为代表性指标，以描述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与倾向得分之间的关系( Brand ＆ Xie，2010) 。图 5 显示，家

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就越大，而且历年来这种

正相关关系基本稳定。

注: 图中左侧纵坐标表示倾向得分，即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 图形底部为主横
坐标，表示父亲的职业得分，而图形顶部次横坐标为父母的受教育年限。

图 5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概率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

2． HTE 模型估计结果

不同年份高等教育回报率的异质性估计结果可见图 6。其中横坐

标为倾向得分，表示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纵坐标为高等教育回报率，

虚线表示每个倾向得分值所对应的高等教育回报率的均值。阴影部分

表示置信区间，一旦置信区间包含 0 值，则表明在 95% 的置信度下可

以接受原假设( H0: ATE = 0) ，即高等教育回报率等于 0。否则倾向得

分值对应的教育回报率显著不等于 0。
如前所述，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呈正相关。

因此，可以将倾向得分值解读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不同倾向得分的人

群可能获得的教育回报率等同于不同家庭经济地位的人群可能获得的

教育回报率。这也契合了积极选择假说和消极选择假说中关于不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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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地位人群的高等教育回报率存在差异的讨论。由图 6 可以看

出，从 2003 年到 2015 年，高等教育回报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

注: 从上排左起分别为 2003、2005、2006 年，第二排左起分别为 2008、2010、2011
年，第三排左起分别为 2012、2013、2015 年。

图 6 2003 －2015 年高等教育回报的异质性模式

2003 － 2006 年表现为“波动—中低层激励型”。2003 年的回报率

大体随倾向得分值升高而升高，即阶层越高，教育回报率越高，但底层

的回报率已经有向上抬升的趋势。2005 年，从均值来看，倾向得分值

处于较低部分的回报率继续提升。但倾向得分值较低和较高部分的教

育回报的区间包含 0 值，这个结果可能与匹配过程中两组的内部方差

较大有关。2006 年的估计结果进一步向较低层次倾斜，教育回报率随

倾向得分值的提高而逐步下降，即倾向得分值越低，教育回报率越高，

倾向得分值最高部分教育回报率不显著。三轮调查的分析结果表明，

教育回报率逐渐从较高的倾向得分群体向得分较低群体转移。对这一

结果可以这样理解: 由于 2003 年之前的大学毕业生仍然保留了扩招前

的部分“精英”特征，接受高等教育仍然可以获得非常可观的回报; 而

在 2005 － 2006 年期间，教育扩招已推行了数年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教育回报的天平就不断向中层和底层倾斜。在这一阶段，

高等教育扩展在促进教育公平的层面上取得了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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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2015 年体现为“稳定—中层激励型”。自 2008 年开始，高

等教育回报模式趋于稳定，倾向得分值较低与较高的群体的教育回报

率基本不显著( 即阴影部分包括 0 值) ，只有倾向得分值处于中间的群

体有显著不为 0 的教育回报率。换言之，从高等教育中受益最多的是

倾向得分居中的群体，也就是社会地位上的中间阶层或中产阶层群体;

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或较高的群体，接受高等教育并不能带来显

著的激励作用。可以推测，在实施教育制度改革较长时间之后，劳动力

市场已经形成一套稳定的、有利于中间阶层的社会分流机制。
可以想见，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而不太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的

人群在就业市场中依旧处于不利地位。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 EMI) 认

为，相比逐渐“饱和”的大学教育机会，重点大学，也即优质教育资源仍

然是稀缺的，较低社会阶层群体仍然难以接受重点大学的教育。即使

接受了高等教育，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也会使他们无法获得

相对较高的教育回报，从而使高等教育失去了对这部分人的激励作用。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最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有各

种丰富的资源和较好的先赋条件，在就业市场中占据着有利地位。因

此，即使他们不接受高等教育，同样也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来自家庭

和先赋条件的优势掩盖了高等教育带来的正向激励。因此，在这个阶

段，高等教育真正的激励作用发生在中间阶层身上。他们不具备能轻

易获得高等教育就学资格的优势地位，但又不至于被甩在分层的末端。
他们需要通过一定的努力和竞争获得高等教育资格，并在就业市场取

得更高收益，实现社会阶层进一步的向上流动。
这些结果表明，经历了高等教育扩展初期的普及化和平等化趋势

之后，高等教育的回报模式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了对中产阶层最有利却

不利于社会底层的模式。这个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检验了本文提出的

“倒 U 形回报模式”假设。

( 三) 稳健性检验

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知识和工作技能，也在于提供一

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平台( 许多多，2017 ) 。对于传统上在工作中处

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更是如此。高等教育的扩展使女性获得了更多的教

育机会，也大幅提高了女性的人力资本，近年来年轻女性接受大学教育

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男性( 贺光烨，2018 ) 。因此，尽管仍然存在针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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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就业歧视，但女性获得的工作机会仍然得到了大幅的增长。
为此，本文分别针对女性和男性两个样本子群体进行模型检验。①

从女性样本来看，2003 － 2006 年回报模式仍然表现为“波动—中低层

激励型”。其中 2003 年体现为积极选择的形态，2005 年为过渡形态，

2006 年体现为消极选择的形态。2008 － 2015 年这六期数据中，除

2012 年以外，其他年份均体现出中间阶层的实际教育回报高于两端的

趋势，验证了“稳定—中层激励型”的趋势。男性样本的波动形态与女

性大致相似，但时间上更早进入倒 U 形的形态。

六、结论和讨论

( 一) 结论

本文利用 CGSS 2003 － 2015 年的九期数据，使用 PSM、HTE 模型

等多种方法解决忽略重要变量和样本选择性等内生性问题，估计了中

国 2003 － 2015 年高等教育回报率的历时演变过程，并估计了不同时期

的高等教育回报模式及其演变过程。从教育回报模式来看，2003 －
2006 年间表现为“波动—中低层激励型”，2008 年之后则呈现为“倒 U
形”回报模式，即高等教育回报率只对倾向得分值处于中间的人群( 对

应于中产阶层) 显著，但对两侧( 较高与较低倾向得分) 的人群则不

显著。
从教育回报模式来看，2003 － 2006 年，倾向得分处于中部或底部

的群体潜在教育回报逐渐升高，即“波动—中底层激励型”。但如果从

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的时间来看，2003 年前后正是扩招的学生加入劳

动力市场的阶段。而 2003 年以后的几年里中层及底层群体教育回报

率提高，也正是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正向的平等化效应。2008 年之

后，高等教育回报模式发生了转化，并逐步趋于稳定。高等教育给最低

和最高阶层的经济激励甚微，而中间阶层成为教育回报更高的人群。
高等教育回报模式呈现出“稳定—中层激励型”态势，即“倒 U 形”回报

模式。
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高等教育回报率的角度来看，个人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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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出身同时显著地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刘精明，2014) 。但个人

能力本质上仍然受自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即家庭出身影响着个

人能力，能力又影响入学机会，进而影响个体的教育回报。从这个意义

上讲，家庭出身不仅影响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还影响着个体的高等教

育回报率。对底层群体而言，获得优质大学教育资源的机会微乎其微，

尽管可以就读于较差的本科或者专科，但这样所获得的经济回报也相

当有限。这也符合“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 EMI) 。而处于较高阶层

的人群由高等教育带来的“净”的经济回报看似较为有限，实则是被其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其他形式的资本回报掩盖了，并因此导致这

部分的经济回报“不显著”。而唯有对中间阶层的群体来说，是否接受

高等教育决定了其能否进入收入相对较好的职业与行业，并带来显著

正向的教育回报。
中间阶层作为高等教育回报率最高的群体，也将是当前社会结构

中获益最多的群体。他们在维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同时仍然有一定的

上升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流动性，使社会结构趋于稳定

和合理。

( 二) 进一步讨论

教育回报是人力资本、社会流动和分层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在

两个方面继续深入: 一是讨论了数据与估计方法的问题，如内生性问

题、历年倾向得分估计模型中的变量设置问题、HTE 模型本身的方法

论等; 二是讨论了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回报率水平与模式，并对高等教育

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讨论。
必须注意的是，本文的研究方法仍然存在潜在的问题。一是数据

的选取与使用问题。适合进行长时段的社会变迁研究的追踪数据相对

较少，CGSS 覆盖时间较长，但并非追踪数据，且更换过抽样框。因此，

在进行因果推论时，采用 CGSS 这一混合截面数据需要有较强的前提

假定，要求每期都有较好的代表性以及测量的稳健性。二是变量层面

的问题，个体过往( 如 14 岁时) 信息的选择和采集存在“回溯性偏误”
的可能。三是 CGSS 数据中缺少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详细区分，如重点

大学、专业等等，导致对不同阶层所获高等教育的质量、激励缺乏区分

和进一步讨论。
针对“倒 U 形”回报模式本身，我们必须谨慎思考这一分层过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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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逐步趋于稳定，是否强化了底层和上层的固化。这个问题的潜在含

义在于: 何种分层模式、何种社会结构是最优的? 本文无意进行更多的

价值判断。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考虑，教育能否成为社会底层有效的

社会流动渠道，仍然需要在相关政策制定和评估时加强讨论，使教育真

正成为塑造社会结构的积极因素。这既涉及基础教育的公平性问题，

也涉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本文对于高等教育回报模式

的发现，特别是“倒 U 形”回报模式的发现仍然是初步的，尚需进一步

的讨论与事实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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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from college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5． Based on two analytical
frameworks，i． 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lection hypothesis，this paper suggests an
“inverted U-shaped”model． That is，individuals with a medium level possibility to
enter college will receive the highest return from education． From 2003 to 2015，the
economic return model increasingly shows evidence of the“middle class incentive”，
which supports the“inverted U-shaped”selection hypothesis． This model demonstrates
that the middle class has become the main beneficiary of higher education，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is useful for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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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life experienc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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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during childhood． For elderly with the lowest socioeconomic status，the
effects of unfavorable living conditions during childhood are not compensated by the
curr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two factors overlap and strengthen each other，
resulting in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In addition，cohort analysis finds that among the
elderly with the lowest socioeconomic status，the impact of unfavorable living conditions
during childhood is larger for the later birth cohort than earlier on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ease and health patterns in China and how
changes of health care system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ffect individual life
trajec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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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 transplantation is an important medical practice． The fairness of organ
allocation betwee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deserves particular attention． Based on
fieldwork at CODAC and Hospital S in City J，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logics of organ al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ocative justice，and 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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